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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建筑面积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刘晓君 李培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摘 要】：基于中国绿色建筑面积的面板数据,运用差异指数、自然断裂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绿色建筑

面积的时空演化,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绿色建筑面积空间分布格局的驱动机制。结论如下:(1)绿色建筑

面积绝对差异呈增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2)我国绿色建筑面积的演化以路径依赖型为主,处于低水平区和

中低水平区的省域数量较多;(3)绿色建筑面积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低低聚集状态为主,形成以浙江、安徽、

上海以及江苏为核心,向相邻省域扩散的高值热点区域,低值冷点区域则呈向西北扩散趋势;(4)绿色建筑面积空间

格局的形成是经济核心驱动、人口直接驱动、政策外部驱动、自然基础驱动和市场内部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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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迫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

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追求高质量和高效益的发展,并且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议题。而传统

建筑业作为能源消耗的三大产业之一,其粗犷的发展方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资源集约利用的巨大负担。伴随我国新型城镇

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建筑业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短期不会降低,因此推广全生命周期能耗低

的绿色建筑是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绿色建筑在我国发展至今成绩显著,截至 2016 年 9月,我国绿色建筑累计项目数量4515个,累计建筑面积高达 52291万平方

米。但是国内外均存在各地区绿色建筑发展差异显著,分布明显不均的问题。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针对该问题,Cidell[1]、

Cidell & Beata[2]研究了美国LEED建筑的地理分布,分析造成 LEED 建筑地理分布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Fuerst等[3]发现城市房地

产市场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对 LEED 建筑空间分布有正向促进作用;Prum & Kobayashi
[4]
研究了政府激励和经济增长对美国六个州

LEED 建筑空间分布的影响,国内学者叶祖达[5]基于我国绿色建筑地理分布的差异性,分析了宏观经济条件和房地产市场条件对绿

色建筑地理分布的影响;赵丽坤等[6]运用标准差椭圆理论揭示了我国绿色建筑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仇保兴等[7]分析了我国绿色

建筑分布的空间均衡度、空间相关性、演化模式和空间格局;周强等[8]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 13 个宏观因素对绿色

建筑发展的驱动机制。虽然现有成果采用不同方法分析了绿色建筑的空间分布差异并且总结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所在,但是关

于绿色建筑面积的时空演化规律、探寻和定量分析驱动机制的系统性研究仍有欠缺,对此,本文以绿色建筑面积作为研究对象,首

先采用差异指数测度绿色建筑面积差异的演化情况,其次采用自然断裂点法分析绿色建筑面积的演化过程,并且对演化类型分类

探讨,然后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绿色建筑面积的空间相关关系,最后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探讨经济、人口、政策、自然和

市场等因素对绿色建筑面积空间分布格局的驱动作用。力求通过以上分析,明晰绿色建筑面积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为推

广绿色建筑提供理论基础。 

                                                        
1
作者简介：刘晓君,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房地产经济与管理、绿色建筑。E-mail:13700226893@163.com 

基金项目：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绿色建筑全寿命周期性能及经济、环境效益评价体系研究”(2018ZDCXL-SF-03-04);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绿色宜居村镇工程管理和监督模式研究”(2018YFD1100202) 



 

 2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由于认证标准不同和数据获得性的原因,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除去港澳台和西藏的其他 30 个省份的绿色建筑面积。由住建部

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办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网”仅统计了 2008 年至 2016 年 9 月的绿色建筑面积数据,考虑 2008—2009

年期间,我国绿色建筑初步发展,空间布局过于稀疏,因此为保证研究的可参考性和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选取2010—2015年的绿色

建筑面积数据进行分析。驱动因素选取参考相关文献[9-12],使用人均 GDP 表示经济因素,使用城镇人口数量表示人口因素,使用水

资源供给量表示自然因素,使用环境保护支出表示政策因素,使用平均住房价格表示市场因素,具体定义及来源如表 1所示。 

表 1变量定义及来源 

因素 变量 定义 来源 

经济因素 人均 GDP 国民生产总值/总人口 2011—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 

人口因素 城镇人口 城镇人口数量 2011—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 

自然因素 水资源供给量 城镇集中供水量/总人口 2010—2015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政策因素 国家政策支持 环境保护支出 2011—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 

市场因素 平均住房价格 房屋平均销售价格 2011—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1.2.1 差异指数测度 

为科学地研究我国绿色建筑面积差异的演化情况,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两方面分别测度,借鉴相关学者的方法[13-14],本文采

用平均差和标准差测度绝对差异,采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测度相对差异。 

绝对差异指数: 

平均差：  

标准差：  

式中:R为平均差,S为标准差,xi为第 i个省域的绿色建筑面积, 为均值,n为省域个数。 

相对差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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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  

基尼系数：  

其中:Cv为变异系数,Cv越大表明绿色建筑面积的相对差异越大;G 为基尼系数,G 的取值范围为[0,1],G 越趋近于 0,表示各省

域绿色建筑面积越均衡,集聚度越低,G越趋近于 1则相反。 

1.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来测度绿色建筑面积的空间相关关系。具体运用 Moran’sI 指数来分析绿色建筑面积的全局空间

相关关系
[15]

,结合 Getis-OrdGi*指数和局部 Moran 散点图分析局部空间关系
[16]

。选取 Queen 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

wij,Moran’sI 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Moran’sI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Moran’sI>0表示空间正相关，绿色建筑面积呈聚合分布；Moran’sI<0 表示空间负相

关，绿色建筑面积呈离散分布；若 Moran’sI=0 或接近 0，则绿色建筑面积呈随机分布。Moran’sI 指数绝对值越大，空间分布

的相关性就越大。局部莫兰指数和局部 Getis-OrdGi*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为局部莫兰指数,Gi 为局部 Getis-OrdGi*指数,Z 为空间单元观测值的标准化值,E 为数学期望, 为变异系

数,Z(Gi)为 Gi的标准化值。 

1.2.3 面板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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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文的研究数据为面板数据,需采用同时包含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设 i(i=1,2,…,n)表示截

面,t(t=1,2,…,T)表示时间,设定如下模型: 

 

式中:Yit表示绿色建筑面积,Xit为经济、人口、政策、自然、市场等指标集合,∂i为个体异质性,β为各指标对绿色建筑面积

的作用程度,εit为模型误差项。 

2 绿色建筑面积时空演化特征 

2.1 绿色建筑面积差异测算 

2010—2015 年期间,我国绿色建筑面积整体呈增长趋势,2015 年全国绿色建筑面积平均值为 596.97 万平方米,是 2010 年的

25.75 倍,年均增长率为 104.58%。虽然我国绿色建筑面积整体表现出显著增长,但各省域绿色建筑面积仍存在较大差异,对绿色

建筑协调发展有很大影响。 

2.1.1 绝对差异 

图 1(a)为绿色建筑面积绝对差异指数变化趋势:2010—2015 年间,绿色建筑面积的平均差和标准差均呈上升趋

势,2010—2012 年间增长较为缓慢,2012 年后增长速度加快,具体表现为平均差和标准差从 2010 年的 26.30、41.92 上升到 2012

年的 121.40 和 211.05,再上升到 2015 年的 574.82 和 824.49,说明我国各省域绿色建筑面积绝对差异随着绿色建筑面积的增长

而不断扩大。 

2.1.2 相对差异 

图 1(b)为绿色建筑面积相对差异指数变化趋势:2010—2015 年间,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整体均呈缓慢下降趋势。除

2012—2013年变异系数稍有上升外,其余年份变异系数均呈下降态势,从 2010年的 1.81下降到 2015年的 1.38;基尼系数始终呈

平稳下降态势,从 2010年的 0.72下降到2015年的 0.48,说明我国各省域绿色建筑面积相对差异随着绿色建筑面积的增长而不断

缩小。 

综合来看,代表绝对差异指数的平均差和标准差均呈上升趋势,代表相对差异指数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均呈下降趋势,表

明四个指数均能反映绿色建筑面积差异的变化,但绝不能仅选取某一指数来计算。绝对差异逐渐增大,而相对差异逐步缩小,这要

求在推进我国绿色建筑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不断缩小各省域绿色建筑面积的相对差异,并且要更加注意绝对差异的变化,

防止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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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研究年份绿色建筑面积差异测度变化趋势 

2.2 绿色建筑面积的空间分类特征 

为清晰地反映各省域绿色建筑面积的实际演化情况,本文利用自然断裂点法分别将 2010年和 2015 年的绿色建筑面积划分成

四个等级:高水平区、中高水平区、中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再综合 2010年和 2015 年的等级归属,将各省域绿色建筑面积演化分

为三大类型八子类型(表 2仅列出本文实际发生的演化类型)。 

表 2绿色建筑面积空间演化类型分类标准 

大类型 子类型 

路径依赖型 
高水平—高水平(类型1)、中高水平—中高水平(类型 2)、 

中低水平—中低水平(类型3)、低水平—低水平(类型 4) 

正向演化型 
中低水平—中高水平(类型5)、低水平—中高水平(类型6)、 

低水平—中低水平(类型 7) 

负向演化型 中低水平—低水平(类型 8) 

 

2010 年(图 2a),绿色建筑面积的高水平区、中高水平区、中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的省域个数比为 1
:
3
:
7
:
19,高水平区和中高

水平区占比仅为 13.33%,分布于沿海地区,高水平区仅有江苏,中高水平区包括上海、浙江和广东。中低水平区占比为23.33%,呈

带状主要分布在部分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山东、安徽、湖北和四川。低水平区占据主体地位,占

比为 63.33%,面状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和部分华北、华南、华中地区,以及个别华东地区。2015 年(图 2b),绿色建筑面积的高

水平区、中高水平区、中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的省域个数比为 1:5:13:11,高水平区仍然仅有江苏。中高水平区在 2010 年的基础

上,新增陕西和山东两省,整体呈点状分布。中低水平区省域数量也有较大提升,并形成规模聚集分布,包括吉林、北京、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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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河南、安徽、湖北、重庆、福建、湖南、江西、广西和贵州。低水平区数量则下降了 42.11%,部分低水平区转化为中高水

平区和中低水平区,至此,绿色建筑面积较大的高水平区、中高水平区、中低水平区和面积较小的低水平区空间分异逐渐显著,形

成了明显的南北地理分界。 

 

图 2各省份绿色建筑面积的空间分类 

注：图 2的亮白部分是非研究区域，下同。 

综合对比 2010 年和 2015 年各省域绿色建筑面积的演变情况(图 3),发现路径依赖型占据空间类型变化的主体,占比高达

56.67%,其中以类型 4 为主,说明我国绿色建筑面积长期处于低水平区的省域较多,面积增长缓慢,与其他省域存在较大差距。正

向演化型占比 36.67%,其中又以类型 7为主,说明仍存在不少低水平区的绿色建筑面积具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转为中低水平区。负

向演化型的省域很少,说明大多数省域绿色建筑面积具有一定的增长率并且保持较强的稳定性。分具体类型来看,路径依赖型:类

型 1仅有江苏,说明江苏绿色建筑面积远超其他省域;类型 2为上海、浙江和广东,说明 3省域的绿色建筑面积一直保持较高速度

增长,始终处于中高水平区;类型 3 包括北京、天津、湖北和安徽,这 4 个省域绿色建筑面积与高水平区和中高水平区相比,虽然

有一定差距,但仍稳定增长,始终处于中低水平区;类型 4 分布范围较广,包括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和宁夏等西北地区以及

山西、黑龙江、云南和海南。正向演化型:类型 5仅有山东,是中低水平区转为中高水平区的唯一省域;类型 6由低水平区转为中

高水平区的仅有陕西,为所有省域中唯一呈跨越式发展的省域,说明陕西的绿色建筑面积增长速度极快;类型 7 的数量较多,并且

形成一定的聚集规模,包括吉林、河北、河南、重庆、福建、贵州、湖南、江西和广西等 9省域,这些省域初始处于低水平区,但

具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最终转为中低水平区。负向演化型:类型8仅有辽宁和四川两省,虽然两省绿色建筑面积初期处于中低水平

区,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但后期面积增长速度过慢,最终下降为低水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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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各省份绿色建筑面积空间演化类型 

2.3 绿色建筑面积的空间关联特征 

2.3.1 全局空间相关关系 

2010—2015年绿色建筑面积全局Moran’sI指数及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研究年份全局 Moran’sI指数均大于0,并

且均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尤其在 2010 年、2012年、2014年和 2015 年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绿色建筑面积整体呈正空

间相关关系,存在全局空间依赖性,总体上绿色建筑面积高值省域和高值省域趋于集聚,低值省域和低值省域趋于集聚。此外,研

究年份绿色建筑面积的全局 Moran’sI 指数呈明显的“W”型趋势,说明集聚程度不稳定。但全局空间相关关系只是一个总体统

计,还需通过局部空间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 

2.3.2 局部空间相关关系 

表 3研究年份绿色建筑面积的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Moran’sI E(I) 标准差 平均值 P值 

2010 年 0.273 -0.036 0.085 3.592 0.003 

2011 年 0.118 -0.036 0.090 1.713 0.055 

2012 年 0.255 -0.036 0.107 2.717 0.010 

2013 年 0.181 -0.036 0.096 2.269 0.022 

2014 年 0.268 -0.036 0.115 2.578 0.008 

2015 年 0.283 -0.036 0.104 3.081 0.004 

 

本文采用局部 Moran 散点图和局部 Getis-OrdGi*热点探测分析来研究绿色建筑面积的局部空间相关关系,并且以 2011 年、

2013 年和 2015 年作为特征年份分析。将局部Moran散点图结果整理成表 4,可以看出,各省域绿色建筑面积以正相关(HH、LL)集

聚为主,占比约为 67%,其中 LL散点最多也最为集中,占比约为50%,一是表明我国绿色建筑面积低值省域彼此相邻情况较多,二是

低值相邻省域之间面积差异较小,这些省域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包括青海、甘肃、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等。HH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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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最为离散,说明高值相邻省域之间绿色建筑面积差异较大,例如 2011 年的天津和北京,2013 年的江苏和山东,2015 年的江苏和

安徽。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在 2011 年处于第四象限,这是因为相邻省域绿色建筑面积与江苏差异过大,相邻省域受江苏辐射作用,

绿色建筑面积增多,使得江苏进入第一象限。北京从第一象限(2011 年)变成第二象限(2013年),并且与天津和河北一同进入第三

象限(2015 年),这是由于 2013年北京与相邻省域绿色建筑面积相比较小,使得北京成为第二象限;2015 年全国大部分省域绿色建

筑发展极其迅猛,相比之下,北京、天津和河北的绿色建筑面积则较小,使得北京、天津和河北进入第三象限。 

表 4特征年份绿色建筑面积的局部 Moran散点图整理 

年份 第一象限(HH) 第二象限(LH) 第三象限(LL) 第四象限(HL) 

2011

年 

上海、北京、天津、广

东、河北 
四川、贵州、陕西、宁夏 

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浙江、福建、山西、

内蒙古、湖北、湖南、安徽、云南、重庆、甘肃、

青海、新疆 

江西、河南、江

苏、海南、广西 

2013

年 

山东、天津、河南、河

北、江苏 

上海、安徽、北京、浙江、

福建、山西、广西、江西 

辽宁、吉林、黑龙江、海南、陕西、内蒙古、湖南、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 

广东、湖北 

2015

年 

上海、安徽、浙江、山

东、河南、江苏、湖南 

江西、山西、福建、湖北、

重庆、广西 

辽宁、黑龙江、北京、天津、河北、海南、内蒙古、

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贵州、广东、陕

西、吉林 

 

将绿色建筑面积局部 Getis-OrdGi*热点探测分析结果可视化,如图4所示,炭灰色表示通过 5%显著性检验的显著高值热点集

聚区域,深灰色表示通过 10%显著性检验的较为显著高值热点聚集区域,浅灰色区域表示随机分布,中灰色为通过 10%显著性检验

的较为显著低值冷点聚集区域,黑色为通过 5%显著性检验的显著低值冷点集聚省域。由图 4可知:(1)2011年(图 4a),显著热点聚

集区域为浙江、安徽、湖北和上海,较为显著热点聚集区域仅有江苏,较为显著冷点聚集区域为重庆和甘肃,显著冷点聚集区域为

四川;2013 年(图 4b),湖北显著性下降,成为较为显著热点聚集区域,同时较为显著热点聚集区域新增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和

江西,显著冷点聚集区域新增云南,较为显著冷点聚集区域新增青海;2015 年(图 4c),江苏、江西和湖北显著性提高,从较为显著

转为显著热点聚集区域,上海显著性下降,转为较为显著热点聚集区域,同时较为显著热点聚集区域新增河南和湖南,青海则从较

为显著冷点区域转为显著冷点区域,至此较为显著冷点区域格局分布发生一定变化,由新疆、甘肃、宁夏、云南组成。(2)通过不

同显著性检验的冷热点聚集区域个数逐步增多,且呈一定规律扩散。2011 年,所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省域个数占比仅为

26.67%,2013 年和 2015 年该比例上升到 50%左右。绿色建筑面积的冷热点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扩展,高值热点区域形成以浙江、

安徽、上海以及江苏等长三角地区为核心,向相邻省域扩散的格局,低值冷点区域呈逐步向西北扩散趋势,主要集中在四川、甘肃、

云南、青海等地区。2011—2013年主要是较为显著热点聚集区域扩散,2013—2015 年则是显著热点聚集区域数量增多,以及较为

显著冷点聚集区域向西扩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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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特征年份绿色建筑面积局部 Getis-OrdGi*分析结果 

3 绿色建筑面积驱动机制 

上述分析表明绿色建筑面积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显著差异,为进一步寻找这种空间格局差异的形成机理,本文从经济、人口、

自然、政策、市场等五大方面,分别选取人均 GDP、城镇人口数量、水资源供给量、环境保护支出和平均住房价格指标系统分析

绿色建筑面积空间分布格局的驱动机制。 

3.1 模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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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数据属于短面板数据,截面长度远大于时间长度(N>T),因此不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首先分别建立固定效应

和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如表 5 所示。通过豪斯曼检验选择模型,豪斯曼检验统计量为(103.33,0.000),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

证明固定效应更为合适。因此,本文选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从回归结果来看,人均GDP、城镇人口数量、环境保护

支出等指标的影响系数为正,且通过一定的显著性检验,水资源供给量和平均住房价格等指标系数为负,但显著性不明显。 

表 5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项目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人均 GDP 0.016*** 0.001 0.012*** 0.000 

城镇人口数量 0.699*** 0.000 0.019 0.537 

水资源供给量 -0.012 0.859 0.053 0.378 

环境保护支出 2.308** 0.014 3.910*** 0.000 

平均住房价格 -0.047 0.154 -0.029** 0.040 

标本量 180 180 

R2 0.620 0.577 

3.2 结果分析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绿色建筑面积空间格局形成的核心驱动力。人均 GDP指标每增加1%,绿色建筑面积增长 0.016%。绿色

建筑对经济的依赖程度决定了经济是促进绿色建筑面积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绿色建筑面积的冷热点分布也证实了这一点,京津

冀、长三角等经济实力较强地区,绿色建筑面积也更大[17]。经济因素对绿色建筑面积的驱动作用一是体现在人们的绿色居住需求,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建筑满足了人们基本居住需求后,基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人

们会对建筑提出绿色、健康、节能等附加要求。驱动作用二是体现在经济带动政府的绿色公共建筑供给能力。根据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2015 年年底,我国绿色公共建筑总面积达到 16890.2 万平方米,占我国绿色建筑总面积的 51.5%,是我国绿色建筑的重要

组成部分。 

人口因素:人口因素是绿色建筑面积空间格局形成的直接驱动力。城镇人口数量每增加1%,绿色建筑面积增长 0.699%。城镇

人口数量的增加一是催生了居住和生产需要,这必然会使得承担居住和生产作用的住宅、办公、厂房等不同绿色建筑类型需求上

升。二是城镇人口数量的提升能够带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促进绿色技术和材料的研发推广,进而对绿色建筑产业链的发展产

生促进作用。因此,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对于绿色建筑面积空间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自然因素:自然因素是绿色建筑面积空间格局形成的基础驱动力。水资源供给量指标表现为负相关但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

本文选取自然条件的代表性指标——水资源供给量长期表现稳定造成作用不显著。负相关的原因可能在于能源资源优渥的地区

对于建筑节能改造的动力不足,相较而言,能源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其节能减排的需求与压力大于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则表现

为建筑节能改造、发展绿色建筑的动力更强。除水资源外,地形地势、生态环境、气候差异、能源资源禀赋等其他自然条件的差

异也会影响绿色建筑面积的空间分布格局。 

政策因素:政策因素是绿色建筑面积空间格局形成的外部驱动力。环境保护支出每增加1%,绿色建筑面积增长 2.308%。传统

建筑业不仅消耗大量的资源能源,并且产生大量建筑垃圾,增加环境负荷。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政府的环境保护支出

逐年增多,用于传统建筑转型升级、发展绿色建筑产业链的资金支出也增加,因此环境保护支出能够极大地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



 

 11 

此外,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推广对于绿色建筑发展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市场因素:市场因素是绿色建筑面积空间格局形成的内部驱动力。平均住房价格指标表现为负相关但不显著,住房作为大宗

商品,其售价与购买力之间呈负向相关的关系。绿色建筑较传统建筑在开发建设前期,会产生增量成本,但是后期也会产生使用成

本的长期节约,但同时消费者需付出较高的价格来购买绿色建筑。在绿色消费理念尚未完全深入人心的背景下,特别是在房价不

太高的地区,较高的售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绿色建筑的市场购买力。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发展规律的作用下,住房价格对绿色建筑

的开发购买有较大影响,但随着消费者绿色环保意识的觉醒,预计价格对绿色建筑的影响将逐渐转变。 

4 结论及建议 

首先,本文采用平均差和标准差的绝对差异指数,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的相对差异指数分别测算了绿色建筑面积的差异演化,

发现绿色建筑面积的绝对差异呈增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说明要在缩小相对差异的同时,注重控制绝对差异,防止产生两

极分化现象,保证我国绿色建筑协调发展。 

其次,本文利用自然断裂点法将 2010年和 2015 年的绿色建筑面积分为四个等级,并综合对比将其划分为三大类型八子类型,

以此来分析绿色建筑面积的演化情况,发现随着各省域绿色建筑面积的增多,中低水平区和中高水平区的省域数量增加,并且高

水平区、中高水平区和中低水平区与低水平区逐渐形成了明显的南北分界。空间类型数量方面,路径依赖型>正向演化型>负向演

化型,其中类型 4 和类型 7 占比最多,说明虽然我国绿色建筑面积有一定增长,但是仍存在较多省域绿色建筑长期发展缓慢的情

况。 

然后,通过计算全局 Moran’sI 指数、局部(莫兰)指数和局部 Getis-OrdGi*研究绿色建筑面积的空间关联特征。在全局空间

相关关系上,绿色建筑面积具有明显的聚集特征,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在局部空间相关关系上,局部莫兰散点图显示大部分

省域绿色建筑面积呈现低低聚集状态,高低、高高和低高聚集的省域较少;局部 Getis-OrdGi*热点探测分析结果显示,通过一定显

著性检验的绿色建筑面积冷热点聚集区域数量增多,且显著性提高,高值热点区域形成以长三角地区的浙江、安徽、上海以及江

苏为核心,向相邻省域扩散的格局,低值冷点区域则呈逐步向西北扩散的趋势。 

最后,从经济、人口、政策、自然、市场等方面选取代表性指标,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人均 GDP、

城镇人口数量、环境保护支出等指标对绿色建筑面积空间分布格局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而水资源供给量和平均住房价格对

绿色建筑面积的驱动作用为负,并且作用不显著。因此,针对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的对策建议如下:(1)紧抓经济新常态为产业转型

创造的新机遇,建筑业的转型升级需紧密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经济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过程中,各地区需紧密结合本地区

的产业结构和优势产业,推动建筑产业链的绿色升级,包括绿色建材、绿色设计、绿色施工以及绿色物业等,为绿色建筑发展提供

良好的经济环境。(2)强化人口对绿色建筑的驱动,将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建筑节能减排工作有机结合,政府应组织各研究机

构、各开发企业开展新入市居民的居住需求调查工作,科学有效地提供不同星级、不同户型的绿色建筑市场供给,实现广大人民

群众的“住有所居,居有所宜”。(3)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条件发展绿色建筑,各地区应长远规划能源资源利用,最大程度发挥自然

条件优势,扬长避短,将绿色建筑与本土特色完美结合,为绿色建筑发展提供基础条件。(4)逐渐加大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为坚决落

实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各地区政府应加大财政支出的节能环保支出比例,尤其是建筑节能支出,

并且结合各地区绿色建筑实际发展情况,动态调整绿色建筑强制性推广政策,为绿色建筑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5)完善对绿

色建筑供需双方的激励措施,开发企业方面,除了提供星级补贴外,政府还应尽快将“适当增加容积率、降低土地出让价格以及贷

款利率”等激励手段标准化,提升企业开发绿色建筑的动力;消费者方面,可通过降低购买绿色建筑的贷款利率以及首付比例等,

为绿色建筑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然而,受地市级绿色建筑面积数据获取的限制,本文仅从省域尺度分析了绿色建筑面积的时空演化规律,研究尺度存在一定

局限性,下一步需要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分析绿色建筑面积的时空演化规律,力求发现不同空间尺度下演化规律的异同性。此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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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仅从经济、人口、政策、自然以及市场等方面选取了指标进行绿色建筑面积空间分布格局的驱动机制分析,而实际上空间格局

的形成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指标优化及考虑其他因素也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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